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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学是人类的心灵呈现出来的其所感知的世界的样态，小说的书写则是对于现代世界的一种特定的
“心灵赋形”活动。基于中国“城 /乡”结构形态的特殊性，汉语的现代小说在空间维度上主要呈现为“移植性”摹仿
的都市叙事形态与融入自然的乡土叙事形态两相并置的形式样态，“乡土”小说叙事是现代中国文学贡献于世界文
学的最富有独特意义的“空间形式”范本。但在“心灵－世界－形式”的一般结构模型中，现代中国小说还远没有达
到真正成熟的程度，中国文学自身的创造性活力仍然有待于更深层面的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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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存在于世界之中，但世界之于人却又无可捉摸。为了传达和呈现人的心灵( Soul) 所感知的世界
的样态，文学艺术的创造就成为了赋予世界以可把握的形式( Form) 的“赋形( form－creation) ”活动。如
同诗( 韵文) 之于古典世界的对应一样，小说即是呼应于现代世界的“心灵形式”。当世界尚处于演进过
程之中时，小说主要呈现为俗世生活史、个体成长史及民族国家宏大历史叙事的线性时间结构; 而当世
界在物质形态、体制结构及意识观念等层面上逐步趋于定型化时，小说就会向空间叙事形态转移。所谓
“空间形式”，指的主要就是心灵借以“安居”的处所。与线性叙事有所不同，“空间形式”往往呈现为一
种相对恒定的特性，即在一种被限定的“区域 /处所”内所呈现的人及其活动基本具有较为一致的统一
印象和感觉; 或者说，同一“空间”的心灵样态总是会呈现出某种较为稳定的同质化特征，被抽取出来加
以精细描绘的人及其活动的任何片段或剖面，都能呈现心灵自身的总体形貌，而且任何或然性因素的出
现也都不可能改变其所本有的特性。如果说在“时间形式”中，心灵之于世界的感知是以线性延续且富
于变化的方式连接起来的话，那么，在“空间形式”中，心灵的感知形态则是以场景式并置与转换的方式
得以呈现的。
一、城市的出现与小说的反思
现代世界从设计调整到构建成型，都是依据人自身的理性力量来逐步完成的，马克斯·韦伯因此将
“现代性”称之为一种“理智化”的过程，即依据“理性”来构建出一个适合于“现代人”之“群体”生存的
“合理化 /秩序化”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的典范样本就是城市。“城市日益成为现代人的栖息地和
加工厂，是发动并控制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中心。它将世界上最遥远的社群纳入其运行轨道，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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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地区、民族和活动编织在一起，构成一个庞大的世界。”①现代城市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以维护权力
( 政治中心) 和特定阶层利益( 经济交换) 为主要目的的封闭性的“城堡”“城邦”或“集市”，城市是由来
自不同阶层、不同区域的各自独立且具有自主意识的众多个体汇聚在一起，经过协商而建立起来的能够
为所有参与者提供自由生存环境的开放性“共同体”。城市以建筑、交通等公共设施规划构筑出了适宜
所有人栖居的全新“空间”，并以“选举—代议”等行政制度为全体居住者提供“政治—权利”保障，同时
又以“契约—法”的形式来建立合理的商业市场秩序，借助对不同“阶层—利益”的维护来形成有效的社
会结构与生存协作系统。因此，以共同的“协商—遵从”为前提的契约意识就成为了现代城市得以合理
运作的核心。所谓“契约”，依亨利·列斐伏尔的解释，“即在社会性地构成或制定的约定中双方是互惠
的。每个人都得向对方作出承诺，以完成某种或隐或显地受到规定的行为。”“它既是一种精神存在，又
是一种社会存在: 就精神性而言，契约是由一种非常接近于逻辑的形式所定义的: 即互惠性。就社会性
而言，这种形式对无数的情形及活动进行调控，它赋予它们一种结构，维持其进行甚至作出评估，包括把
某种评价形式化以及诉诸‘公意’。”②由此，现代城市就以公平竞争和自由交易的商业( 契约) 精神取代
了传统王朝或封建形态的权力意志，在实现由“政治—权力”中心向“资本—经济”中心转移的过程中，
逐步建构起了现代世界的秩序化模型。“城市从其起源时代开始便是一种特殊的构造，它专门用来贮存
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 这种构造致密而紧凑，足以用最小的空间容纳最多的设施; 同时又能扩大自身
的结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和社会发展更加繁复的形式，从而保存不断积累起来的社会遗产。”“依
靠经久性的建筑物和制度化的结构，以及更为经久性的文学艺术的象征形式，城市将过去的时代、当今
的时代，以及未来的时代联系在一起。”③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城市之于人实际上是一种利弊参半的混合体，“城市化的进程被视为传统的
生活模式的破坏，从而也是对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的多样性的破坏。”④城市能够保障人的合理化群体
生存境况，却又限制和规范着每个个体的自由。城市是人的理智化的典范产物，但是，“最深入的理性化
无法克服在评估与可能的结果之间的众多冲突，因为理性化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认同真理、正义、善良、美
好、自由、平等及益处等。理性化不仅控制人的外部联系，而且将通过官僚主义化和技术实用主义奴役
人的灵魂和精神。”⑤城市为人提供了高效便捷的生存方式，而心灵所感知的却是人在城市生活中的颓
废、堕落、伪装、欺诈、隔膜与虚无。在成熟的现代城市出现之初，“浪漫派”还能够借助对乡村田园的想
象为心灵构建起一个赖以安托的自在的自然之所，但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乡村作为附属之地，已经逐
步被纳入到了城市的整体系统之中———农耕形态的文明最终为工业化、资本化和信息化等为标志的现
代城市文明所彻底取代。城市成为了现代世界的一种巨大而稳固的“人造之物”，它既是人类为自己
“手造”的新的安居之所，又是人的心灵不得不顺应于秩序而日趋“异化 /物化”的牢笼。
如果说在现代世界建构的历时性过程之中，与之相呼应的小说主要呈现为线性的“时间形式”结构
的话，那么，相对定型的城市的出现则直接促成了小说叙事向“空间形式”的转移。“速度和同时性是如
此深刻地令人苦恼，因而需要一种新的再现模式，藉以更清楚地理解这个互相关连的世界，现实主义的
再现模式，以简单的叙事结构为模型，已经无法完成这项工作。”“建筑不仅仅是定居在空间里，从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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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中拉扯、塑造出一个生活的地方，它也是对于‘时间的恐怖’的一项深刻抵拒。‘美的语言’乃是
‘永恒现实的语言’，创造一个美的物体，乃是‘连结时间与永恒’，并据此将我们由时间的暴虐中救赎出
来。”①但生活在城市之中的个体，既受制于物态环境的制约，又受制于体制形态的束缚。更重要的是，
在持续的隐性规范训化作用之下，人已经逐步丧失了作为主体的自主决断能力与自我选择的可能，鲜活
自由的心灵为固化形态的种种观念所包围; 真正的常人被视为“怪物”，而“非人”及其荒诞的行动反而
成为了无所不在的“正常”现象。由此，在基本定型的现代世界里，小说的叙事性书写已变成了由写作
和阅读共同参与的对于现代境遇的质疑及对人自身的新的哀悼与救赎。罗伯－格里耶曾分析:“如果说
时序性满足了期望，那么，瞬间性则使期望失望; 同样，空间上的不连续性摆脱了故事插曲的陷阱。那些
在所描述的事物中被运动剥夺了任何信任的描述，那些没有了天性、没有了身份的主人公，那种在不断
被创造出来的现在时( 仿佛随着写作，这现在时在自我重复着，自我分裂着，自我变化着，自我中断着，永
远也不堆积起来构成一个过去时———构成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故事’) ，所有这一切，只能促使读者( 或
观众) 去采纳跟他所习惯的参与方式所不同的另一种参与方式。”“今天的作者远不是在轻视他，而是在
表达了一种绝对的需要，作者需要他的协助，需要他提供一种积极的、有意识的、创造性的协助。作者要
求他的，再也不是囫囵吞枣似地接受一个世界，一个完成的、盈满的、自我封闭的世界，相反，他要求他参
加一种创造，自己也来构筑作品———世界，并由此学着来构筑他自己的生活。”②
被统归在“现代主义”名目之下的诸多书写形态即是现代心灵之异化情状的真实写照，包括象征主
义对彼岸世界的隐喻性想象和重构、超现实主义的“自动书写”对理性规范的蔑视、“意识流”所呈现的
潜意识层面的无序之于秩序的对抗、“新感觉”对于转瞬即逝的微弱的美的捕捉等等。呈现于“空间”之
中的则是永远也无法进入的“城堡”( 卡夫卡《城堡》) 、“甲虫”一般屈辱的生存境遇( 卡夫卡《变形记》) 、
虚妄而又无奈的“戈多”式的等待( 贝克特《等待戈多》) ，乃至“新小说”式的人的痕迹的被彻底清除( 阿
兰·罗伯－格里耶《橡皮》) 。小说在时间维度上所呈现出来的俗世生活史、个人精神史和宏大叙事史，
曾赋予了现代世界的生存形态以尚值得肯定的合法性历史依据，而以城市为空间形态所呈现出来的小
说形式，则几乎都可以被看作是对现代生存形态的根本性否定———人类付出了漫长而艰苦的努力所建
构起来的现代世界不过是一场荒诞的“智力实验”，空前而残酷的毁灭性战争即是这场实验所带来的必
然结果。惟其如此，返回前古希腊时代的那种“公共 /共产 /共享”式的自然生存形态( “左翼”乌托邦文
学) 或者回到中世纪以重新寻回上帝之爱的庇护( 神性信仰的回归) ，就成了与现代主义的否定性书写
相互配合的主要“心灵形式”。
二、“移植”式都市书写
相比之下，与西方的以城市来同化乡村的趋向完全相反，现代中国的城市恰恰一直是在以接纳和扩
展乡村形态的方式来形成其结构形态的; 出现在中国的城市不是以具有自主意识的独立个体的联合协
商来建立全新的城市形态，而是把农耕文明所固有的政治权力结构直接移植进了城市的构成系统之
中———以“省会”为名目的城市只是权力集中实施的场所，而不是现代人自立自为的安居之所。所以，
城市之于现代中国，仍然主要具有“政治中心”的意义，而并不具有“自由市场”“公平竞争”与“契约秩
序”的现代意味。马克斯·韦伯曾敏锐地指出: “在亚洲，城市基本上没有自律性的行政; 更重要的，城
市的团体的性格，以及( 相对于乡野人的) 城市人的概念，从未存在于亚洲，就算有，也只是些萌芽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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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居民，从法律上而言，只是其氏族( 因此也就是其原籍村落) 的成员，那儿有他崇拜祖先的祠
堂，透过祠堂，他得尽心维护己身所属的团体。”“与西方中古及古代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东方我们从
未发现城市———以工商业为主，且相对而言较大的聚落———的居民对当地行政事务的自律权力及参与
的程度，会超过乡村。事实上，一般而言都比不上的。”①中国传统文化中由来已久的对于重商主义的轻
视和排斥，以及被一直沿袭下来的宗族关系是现代城市实现其自治 /自律功能的关键障碍。乡民虽然移
居城市成为了市民，但受制于国家整体发展水平的有限的工商业，并不能为他们提供充裕的市场收入来
保障其生存和扩大再生产; 当市民的生存仍然需要依赖于乡村时，市民与乡村土地及其宗族亲属的联系
也就被完整地保留和延续了下来。如罗兹·墨菲所分析的那样:“传统的亚洲城市重要的是政治上和文
化上的一种现象，而不是一种经济现象。在亚洲。象中国、印度、日本和东南亚的大帝国的首都和省级
行政中心都有其特珠功能，面且被明确看成是制定国家政策的小天地———是权力、法治及特权的象征和
文化艺术的创造者和典范，是主要宗教的所在地与大传统的辉煌的王冠的象征。相形之下，商业的作用
是第二位的，或者几乎是不重要的。……这样，城市的位置是按照它的行政功能选择的，而不是着眼于
它们的商业利益。”②中国的城市在其本质上只是乡村的扩展，城市的繁荣与革新所依靠的不是工商业
的自主与自由的发展，也不是市民在政治意识上的自觉与自律，而恰恰是源于乡村“家长”式的权力结
构———只有帮会式的暴力群体而缺乏自治 /协作式的行会 /工会组织，更没有生成出契约 /法的自觉意
识，它也因此很容易对更为强大的国家权力表现出服膺与顺从。
尽管如此，现代中国仍然能够寻找到城市的痕迹，比如上海和香港。不过，这种痕迹并非是自发形
成的，而是殖民移植的结果———特定的租界文化即是城市移植形态最为突出的体现。穆时英或刘呐鸥
的所谓“新感觉”小说，透露的是城市的光怪陆离所带来的新奇的表层感官刺激与欲望的躁动，而不是
现代主义式的对于城市之异化生存形态的反思与否定。徐皐和无名氏( 卜乃夫) 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
蕴涵了现代人之于城市生活的焦虑与不安的意味，却又在另一方面为迎合市民的猎奇阅读取向而刻意
营造出了某种异态 /传奇情调，进而同样失去了其深入探究常态城市之于人的生存的更为深层的意味的
机会。
城市在现代中国一直是一种偏于畸形的混合体，乡村“家长”式的权力结构，夹缝中生存的工商业
系统，沿袭自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与礼仪秩序，城市区块结构所造成的新的隔膜，现代器物的
新奇刺激，自由欲望的膨胀及其与保守观念的冲突，等等，相互交织而又羼杂不清。处身于城市之中，一
如张爱玲所谓的“金锁”，既绚烂夺目璨若珍宝，又镣铐自枷荒诞可笑; “倾城”之际转瞬即逝的一抹亮
光，也正是生活于现代都市的中国人之无望无奈的心灵写照。抑或如钱锺书的《围城》所传达的那
样，城外的人想冲进来，以为能够求得全新而安逸的生存; 城内的人想走出去，却又受困于种种无形
的羁绊而行之不得。正因为如此，作为现代空间的城市未能为白话的汉语小说提供更为丰厚的有利
于现代主义持续演进的土壤，以城市为空间观照对象的汉语小说也总是呈现出某种潜在的洋装包裹
式的“移植”特性; 而缺少了深切的透视与反思，“现代主义”自身也就变成了某种单纯的技术性方法
和策略。
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是，无论是穆时英、刘呐鸥或者徐皐、无名氏，还是张爱玲和钱锺书，他们
的城市书写在他们所生存的 1930 和 1940 年代其实都没有成为被关注的焦点或者小说创作的主流趋
向，但是在 1980 年代以后，他们的小说却不约而同地被重新发掘了出来。这其中，固然有诸如意识形态
或战争因素等等的原因，1980 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初步形成以及城市之功能结构的根本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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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却可能是真正的主导性的因素———有了初步的“市民感”的人们终于从他们的小说中读出了作为空
间的城市之于人的现代意味。城市是现代世界的固化形态，当其尚未成型之时，建构的过程主要是以历
史的方式显示出来的，所以小说在时间维度上呈现为“生活演化史”“精神成长史”乃至宏大的“现代史
诗”式的形式样态; 当其已经成型，被固化的城市就成为了规训 /制约 /驯化人的心灵的异己力量，以空间
形态所呈现的小说形式也就取代了历时性的时间维度，小说关注的核心对象由人对于世界及其自身的
创造转向了物的具体样态及其对人的控制。心灵与城市空间之间的冲突( 现代主义) ，心灵向多元意义
的拓展与逃逸( 后现代) ，以及心灵对“居”的诗意的重新寻找( “自然”和“神性”的回归) 等，就为推进小
说自身的形式演化提供了新的可能路径。
三、作为心灵“栖居地”的中国乡土
与现代主义所呈现的“异化 /物化”形态，及后现代式的以“书写游戏”来消解形而上意义的形式都
有所不同，白话的汉语小说贡献给现代世界的“中国经验”并非来自于城市，而恰恰来自于乡土。对于
以城市形态为典范的现代世界而言，中国的乡土既是对一种从未间断过的古典生存形态的保留，也是因
区域的差异而得以延续下来的与现代世界可资比照的异质性形态。这类异质形态包括师陀的果园城的
勃勃生机，艾芜的南国异域的醇厚朴实，沈从文的湘西边城式的自然人性，汪曾祺的高邮水乡的淡然平
和，贾平凹的商州秦地的古风俗礼，莫言的高密乡村的原始野性，阿来的藏地边民的睿智彪悍，阎连科的
耙耧山地的酷绝坚韧等等。“乡土有它的地标，它可能是可见度和公众特征很高的景观，例如纪念碑、圣
地、神圣化的战场或坟地。这些可见的符号或标记提高人们的认同感，……经过深思的附着感，潜意识
的种类可能来自熟悉和祥和的环境，护育和安全的保证，声音和气味的记忆，公共活动和家常快乐的时
间积累等。”①特定的空间培育了特定的人的情性与心灵形态，这些形态可能会因为区域的差异而有所
不同，但它们都与其所处的乡土保持了“心灵—故地—形式”在总体上的本然统一性。“传统的农业生
产方式创造了野生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关系，它把人类从大地索取的东西又有意识地归
还给了自然。……耕犁犁过的农田，平整的果园和修剪整齐的果树，纵横有序的葡萄园，密集的蔬菜、谷
类作物、花卉，等等; 这些都是原生态经过人工驯化的证据，有它的目的性，有它的秩序，有它美的形
式。”②乡土赋予了白话的汉语小说以富有创造性的“多元—统一”的特殊品质，“乡土小说”因此才成为
了能够与城市书写并置存在的独特的现代“空间形式”。
某种程度上说，将汉语的“乡土小说”简单地等同于哈代式的田园诗意、屠格涅夫式的自然山林，抑
或福克纳式的对于已经逝去的古典生存形态的哀悼等，都可能是一种误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
人”关系从来都是以同一而非差异的形态得以留存和延续的，土地山川与人的生命一直存在着密不可分
且相互依存的关系; 生活在乡土世界的人们不是以时间来感知世界的“变 /易”，而是以相对静态空间的
和谐一致来体味世界和生命的存在的———陶渊明式的桃源生存形态可视为其最高的形式典范。与西方
的那种基于对空间的自主占有意识而确立起来的主体中心意识有所不同，中国的传统思想并不强调将
自我的意志赋予并体现在空间之上———人之于空间不是占有而是寄寓，即“暂居于此”并且终将“归还
于此”，作为寄寓之所的乡土与以占有为目的的都市也就形成了截然迥异的界限。“都会性格的心理基
础包含在强烈刺激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产生于内部和外部刺激快速而持续的变化。……街道纵横，经
济、职业和社会生活发展的速度与多样性，表明了城市在精神生活的感性基础上与小镇、乡村生活有着
深刻的对比。城市要求人们作为敏锐的生物应当具有多种多样的不同意识，而乡村生活并没有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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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在乡村，生活的节奏与感性的精神形象更缓慢地、更惯常性地、更平坦地流溢而出。”①与城市书
写所描述的心灵被迫压扭曲及欲望的盲目奔突不同，“乡土小说”的“空间形式”总是呈现出一种本然自
在的自发生成形态; 心灵所感知的不是对于城市秩序的自觉服从与自我压抑，而是对已经融入日常生活
与血脉的自然之道的感悟、变通与顺应。如果说城市空间往往被视为恶的衍生地的话，那么，乡土空间
则就有可能成为心灵重获其诗意的栖居所。如海德格尔所言:“‘人诗意地栖居’这个短语毋宁是说: 诗
最先使栖居成为栖居。诗是那种真正使我们栖居的东西。但我们是通过什么而获得一处居所的呢? 通
过筑造。诗的创造———它使我们得以栖居———就是一种筑造。”“只有在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诗意的前提
下，我们才能在无论哪种情况下了解到我们的非诗意栖居并且以何种方式在非诗意地栖居。只有在我
们保持对诗意的注意的情况下，我们才可能期待，在我们非诗意的栖居中，是否会以及何时会出现一个
转折点。倘若我们认真地对待这种诗意，我们———而非别人———才能对我们在这种转折中如何行动以
及行动到何种程度这一点作出证明。”②
中国特定的“城 /乡”结构形态为汉语小说提供了一种极为独特的并置空间的形式资源。现代世界
的转换标志之一，是城市和乡村界限的日趋淡化与消逝———现代心灵已经不再以“城 /乡”来区划人自
身的身份，而只以生存形态的自主选择作为身份认同的尺度。但是，这一转换在中国还并未完全实
现———相对成熟的乡土形态与尚未完全成型的城市形态共时性地存在于同一时空之中，则“城 /乡”式
的空间并置就形成了一种既相互映射又彼此交流的奇特关系。一方面，用于透视城市空间的不是城市
自身所自行生成的尺度( 现代价值标准、法的原则及契约意识等) ，而恰恰是来自乡土空间的既定惯例
( 道德认同、等级秩序、人际关系与权力意识等) ; 另一方面，成熟稳定的乡土空间又永远是人自身时刻
准备逃离恶的城市空间的隐遁地———生活在城市的小说家和读者一直都在扩张和膨胀对于乡土形态的
想象，在否定城市空间的同时，乡土空间及其内在结构的稳定性得到了持续的强化。作为空间形式的乡
土基本逸出了历时性的“时间 /历史”维度之外，因而会呈现为一种超越历史的永恒性存在; 尽管乡土形
态自身可能因特定的时代或偶然性因素会发生某种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会显示为那种线性的依时间
而推衍变迁的形态结构，其本质性的内核也总会保持恒定不变。即此而言，乡土书写实际上是在弥补汉
语小说在城市书写层面上的某种天然的不足。
路易·沃斯认为:“可以把城市和乡村看作人类可选择的定居方式的两极。如果将城市—工业社会
和乡村—民俗社会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理想共同体，我们可立足这个视角来分析当代文明中出现的基
本人类交往模式。”“( 都市中) 一方面，传统的人际联系纽带削弱了。另一方面，都市生活意味着人们相
互依赖的程度更高，在许多状态下人际关系更复杂、脆弱、不稳定，而个体对此几乎无能为力。通常最持
久的关系就是经济地位或决定城市个体生活的其他基本因素与个体组成的自愿群体的关系。”“自愿群
体的活动的目标可能是经济的、政治的、教育的、娱乐的或文化的，都市人主要借此来表现、发展自己的
个性，谋求地位，从而使自己有能力继续人生未竟之业。但是不难发现，这些高度差异化的功能形成的
组织框架无法确保个体利益的一致和完整。在这些情况下，个人生活的混乱无序、精神崩溃、自杀、行为
不良、犯罪、腐败堕落和混乱等现象，在城市里比农村更普遍。”③城市和乡土所提供的都是一种封闭性
的空间，因而呈现在小说之中的就不是人物性格的复杂变化，或者所发生事件的离奇曲折的情节，而主
要是人对于其所居之空间样态的日趋细腻的感受与反应。“每种感官都在对人们进行空间定位、感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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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与空间的关系，以及鉴赏他们对特定微观和宏观环境的性质等方面起到一定作用。”①与“时间形式”
的“叙述”(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相比，小说的“空间形式”更加注重语言自身的“描摹”特性( 还能够发现
什么) 。而且常常会以突然结束式的任意中止来完成小说的叙述———这种中止不是“时间形式”的终结
式的完成( 比如主人公的死亡或事件的终结等) ，而是一种虽未可知却无须赘言式的余味———合于逻辑
的延续交由读者去自行完成。这种取向既给予了创作者以更大的语言实验的余地( 对于语言常规的破
坏以及新的语言形态的生成) ，同时也更有利于使读者充分接受有关该空间的完整的直觉知识，甚至于
希望成为该空间之中的一员( 对于空间的想象性重建) 。空间形式……的效果在字句顺序内，甚至在作
者所描写的情节内都可能显现出来。成功的原因在于，情节并不是在叙述的变化中得到了描绘，准确地
说，是它本身作为一幅画、一个人造物而得到了表现。小说并不是在试图模仿一个可见世界里发生的一
个情节，而是在试图创造情节的各种因素; 这些因素在读者的想象内———而不是在历史的记录上，依赖
于时间和顺序、原因和结果从而发展成为一个故事。”②“性格刻画对情节的替代，缓慢的速率，事件结局
的欠缺，甚至是重复———都是空间形式的正当印记。”③语言创制与读者的自觉参与，使得小说的“空间
形式”又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开放性，封闭与开放的结合为小说的“空间形式”提供了充分的合法性依据，
而“城 /乡”式的空间并置又为汉语小说提供了区别于西方小说的独特的现代“空间形式”。
以西方为蓝本的现代世界形态，从一开始就是以人与自然的分离———自然成为人的认知对象———
为根本前提而逐步建构起来的，所以，现代正意味着人对于自然及其自身的彻底改造与重新塑形。当其
塑形出现向“异化 /物化”的趋势倾斜的危机之时，以自我审视与自我否定为突出特征的反思就开始重
新寻找危机的缘由及其可能的新的出路。由此我们才看到，西方世界自身既出现了向“两希( 希腊与希
伯来) ”向度的回归，也出现了法兰克福学派式的对于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体制的质疑与批判，更有向
西方之外的东方世界重新寻找思想资源的“生态主义”与“后殖民”式的趋向，包括“汉学—中国学—东
方学”等的兴起。但这一切的前提都不是为了以“两希”或者“东方”的生存形态来完全取代现代世界的
既有形态，而是在矫正现代弊端的基础上，重建能够为人类心灵所共生共享共在的共同体世界———一如
“道”的思想之于海德格尔的启发。在“现代之后”( 后现代) 的世界里，心灵之赋予共同体世界的可能不
再是单一的叙事性小说形式，而可能是“诗—剧—散文—小说—神话—传奇”甚至与影像、虚拟等技术
性媒介相结合的具有多重感知功能的综合性的形式; 所谓文学的终结不是指心灵之于世界的赋形活动
本身的终结，而是指诗、剧、小说等具体的单一文体形制可能将不复存在; 以“互文 /重组 /参与 /非确定”
等新的形式来呈现世界的方式将成为常态。而如何赋予这一常态以新的命名，同样是心灵之赋形活动
所固有的必然使命。
［责任编辑: 王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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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mixed with contested literary and cultural trends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on which Li Yu，one of the
most talented writers of the time，escalates the statue of fiction，in theory and practice，as a crowning genre in
literary hierarchy，exerting great influence in later centuries．
The“spatial form”of modern novels: The Meaning of urban－rural to Human Soul
He Changsheng Wu Xiaoling 106
Literature 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world perceived by human heart．Novel writing is a specific activity defi-
ning the modern world．Based on the particularity of China’s urban－rural structure，modern novel mainly pres-
ents itself as a juxtaposition modality of portable imitation of urban narrative form and local narrative form e-
merging in nature in the spatial dimension．Local narration is the most original spatial form model that Chinese
literature contributed to world literature．In the general structure model of soul－ world － form，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s far from mature，and the creative vitality of literature itself still needs to be stimulated at a deeper
level．
Western intellectuals: From authority to the public
Wang Zhenzhen Zhao Changmu 133
The change of the role of western intellectuals is related to the changes of social production mode and structure．
The identity of intellectuals is different in three different periods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social civilization: in
pre－industrial society，the intellectuals were most honourable．After the baptism of the Ｒenaissance and the Ｒe-
formation，they took knowledge as a tool，helps to break the shackles of the old society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
mation to modern society． In modern society，they used knowledge as weapon，acted as critics of society and
elites in professional fields，and consciously became the discourse defenders of social conscience． In the post-
modern society since the 1960s，intellectuals have lost in the vain consumer world and lost the control of intel-
lectual weapons．However，although they were surrounded by sugar－coated shells，they adhere to their moral
bottom line and assumed the liability to prevent middle class from social alienation．The intellectuals themselves
are the accumulation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s，their identity and social status are formed as time
develops．
Unity－in－diversity and diversity－in－unity: Analysis of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and it’s modern
value
Wang Xinzhu 146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 Li Yi Fen Shu) ，as an essential proposition of Neo－Confucianism，had not only
established the ontological importance of Li in metaphysics but provided a way of recognizing and practicing Li，
that is，exhausting the available approaches to obtain truthful knowledge ( Ge Wu Qiong Li) ．Therefore，it in-
deed plays a key structural role in establishing a bridge between metaphysics and physics in the Neo－Confucian
system．With the proposition，Confucian orthodoxy that Cheng Yi ＆ Cheng Hao and Zhu Xi inherited from Men-
cius could be demonstrated，differences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Mohism /Buddhism could be found，and then
the unique value of Confucianism could be illustrated．These features of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help con-
temporary scholars rethink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anism，as well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its
present challenges of cultural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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